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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

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

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

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

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

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

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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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６．９亿，城市化率首次突破５０％，达到

５１．３％。１尽管中国用大约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
城市化历程，但始终没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改革滞
后于城市化这两大问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年的监测数据，中
国农民工总数已达２．４２亿人，其中外出就业者１．５３亿人，本地非农就
业０．８９亿人。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

１．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ｇｂ／ｎｄｔｊｇｂ／ｑｇｎｄｔｊｇｂ／ｔ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４０２７８６４４０．ｈｔｍ。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将该群体纳入较高
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安居乐业，既
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利于
从宏观上刺激居民消费和拉动内需，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动力。
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显然
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群体庞大，一旦遇到经济周期波动
无业或失业，想在城市居留，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救济和保障，就容易出现
“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赵光伟，２０１０）。

正因如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
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
导疏导为主，并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
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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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必须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于城乡之间。
这表明现行的社会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
题，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
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上有何不同？究竟是哪些因素束缚着新生代农民
工融入城市社会？这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为社会政
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社会融入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
策理论。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融入是解读社会和谐和社会冲突
的核心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概念源自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
论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由此被现代社会学家所借鉴和使用
（Ｆｒｉｅｄｋｉｎ，２００４；Ｊｕｐｐ，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ｙｓｅｎ　＆ Ｄａｗｓｏｎ，２００７；Ｇｒｅｅｎ　＆
Ｊａｎｍａａｔ，２０１１）。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保
持社会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的概念，并构
想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
之上（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３）。社会融入的着眼点和研究视角偏重于宏观，
是基于人群特征研究整个社会中的社会链接和社会融入，比如种族和
移民等。除了宏观的理论视角之外，在微观方面，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
融入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他们把社会融入指标区分为态度和行
为两个方面，并据此测量个体认同和群体融入（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
Ｌｏｖｉｎ，２００２）。弗里德金（Ｆｒｅｄｋｉｎ，２００４）认为，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对社
会融入的定义侧重于个体的态度和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焦点不再
简单地集中在个体层次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社会融
入。研究者还发现，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具有密切联系，较
强的人际关系纽带有助于社会融入。比如，Ｌａｗｌｅｒ和Ｙｏｏｎ（１９９６）就将
社会融入界定为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建立主要的社会网络，把社会瓦解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视为与社会融入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
强调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也
多为研究者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将社会融入（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和社会融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交互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之

·３·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融合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帕克
（Ｒ．Ｅ．Ｐａｒｋ）把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认为移民
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 （ｃｏｎｔａｃｔ）、竞争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适应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和融合（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并发展出“边缘人”、“陌生人”
和“社会距离”等概念。Ｗａｒｎｅｒ和Ｓｒｏｌｅ（１９４５）开创性地提出了“直线
型融合”概念，认为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融合有许多步骤，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与本地原住民会越来越相似。随着越来越多
新移民的涌入，即便是崇尚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对新移民的吸纳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学者们通过对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的研究发现，移民越来越多地保留了来源地的传统和习惯。这一发现
开启了后来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论（Ｇｌａｚｅｒ　＆Ｍｏｙｎｉｈａｍ，１９７０）。对芝
加哥学派“直线型融合”的批判来自Ｇａｎｓ（１９７９；１９９６），他提出了“曲线
型融合”（ｂｕｍｐｙ　ｌ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研究范式，认为移民未必能够在新社会
环境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即便是第二代移民也可能被主流
社会边缘化，无法真正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关于社会融合比较新的理
论是“区隔型融合”（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的研究范式，Ｐｏｒｔｅｓ和Ｚｏｕ
（１９９３）认为，新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既可能
按照传统直线型融合模式，融入主流社会或者中产阶级圈子，也可能
被迫融入下层社会。当然，进入下层社会的移民也有可能通过其他
路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户籍制度、人力资本和关系网络的
现实，区隔型融入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具有更
强的借鉴意义。

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有显著差别，前者来自
涂尔干关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如何维系社会稳定和社
会团结的思考；社会融合产生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试图
解决大规模移民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
家转移过程中的适应和融入新社会的问题。这两个概念虽然来源不
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中，社会融入
偏重于宏观社会，社会融合则多与个人和群体相联系。但随着社会政
策理论对社会融入概念的使用和推广，前者的政策意义和可操作化性
强于后者，因而本文多统一使用“社会融入”概念。

现代社会政策理论是社会融入的另一个理论来源。这一理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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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对移民问题研
究的焦点，已经从类似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社会价值观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和国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等社会学视角（Ｂｉｓｃｈｏｆｆ，

２００２）。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学视角不再重要，而是人们对经济学的观点
已经耳熟能详，而社会政策制定者更需要知道新移民在社会生活中的
真实需要１。

１．参见：Ｒｉｔｚｅｎ，Ｊ．２００２．“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２５／２／１８２５６９０．ｐｄｆ。

２．参见：Ｍａｒｔｉｎ，Ｃｙｎｔｈｉａ．２００６．“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ｔｔｐ：／／ｒｏｚｐｒａｗｙ－ｓｐｏｌｅｃｚｎｅ．ｐｓｗｂｐ．ｐｌ／ｐｄｆ／ｉｉ＿２＿ｃｙｎｔｈｉａ＿ｍａｒｔｉｎ＿ｏｋ＿．ｐｄｆ。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融入如同全球化一样，成为一个
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流行语（Ｊ．Ｃｈａｎ　＆Ｅ．Ｃｈａｎ，２００６）。世界经合组
织（ＯＥＣＤ）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始意识到社会融入等社会文化因
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拿大政府在１９９６年组建
了“社会融入工作网络”（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社会融入这一概
念还被引入讨论反恐和穆斯林人口在西方社会的融入问题，如在法国，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阿拉伯人和罗姆人，虽然已经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
人，但他们不但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还成了城市骚乱的主力２。

第一个把社会融入作为政策工具界定的是马克斯威尔（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９９６）。他认为，社会融入包括建立共享的价值观，缩减财富和收入差
距，总体上让人们感觉到他们融入在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共同体的成
员，面对共同的挑战。Ｊ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８）发展出一套理论，用五个连续维度
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融入程度。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９９９）在其基础上将社会融入
的指标发展为六个维度，包括：“归属感—孤独感、包容—排斥、参与—

不参与、认可—拒绝、合法化—非法化、平等—不平等”（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９９）。他还把这六个维度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区分为形式和本
质的两组测量指标。这一政策工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被操作化为不同
的具体指标，广泛用于测量社会融入状况的政策研究中。可见，经典社
会学家虽然提供了社会融入这个概念的基本界定，但社会融入被引入
具体的政策实施却是在近十几年由政策制定者和基于政策取向的研究
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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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Ｂｅｒｎａｒｄ关于社会融入的类型划分

行为层面
关系的特征

形式 本质
经济层面 包容—排斥 平等—不平等
政治层面 合法化—非法化 参与—不参与／漠视
社会文化层面 认可—拒绝 归属感—孤独感

　　与西方国家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大量文献相比，国内关于农
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还刚起步，且多沿袭西方社会融入理论的脉络。
一些学者虽归纳和改进了已有的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范式和指标体
系，但并未根据中国的经验进行验证。比如：梁波和王海英（２０１０）归纳
了关于移民融入的类型化研究，列举了以戈登（Ｇｏｒｄｏｎ）为代表的结构
性和文化性“二维度”模型，以杨格—塔斯（Ｊｕｎｇｅｒ－Ｔａｓ）等为代表的结
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模型，以及
以恩泽格尔（Ｅｎｔｚｉｎｇｅｒ）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
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四维度”模型。杨菊华（２００９）的
观点更接近于直线型融入，她认为，在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
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层级关系、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经济整合应该在
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杨菊华（２０１０）还
建立了一个三级指标体系，包括１６个具体指标和若干可测量变量或参
数。吴新慧（２００４）认为，由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出
现一种“非整合”现象，表现为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
的三种生存状态。

也有一部分学者结合西方社会融入分析范式进行中国的经验研
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风笑天（２００４）对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张文宏和雷开春（２００８）对上海流动人口中白领人群的社会融入研究；
关信平和刘建娥对广州、昆明、上海、沈阳和天津五大城市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研究（关信平、刘建娥，２００９；刘建娥，２０１０）；周莹（２００９）对青年
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研究，等等。此外，任远和邬民
乐（２００６）、王桂新和王利民（２００８）先后对近年来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
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综述，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对于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做以下评析。一是社会
融入的测量及指标设定。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融入的分类和指标
设计各有不同，但在社会融入的层次划分上基本能够形成一致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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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层次），而在具
体的测量指标设定上分歧较大。二是学者们对于社会融入的过程是否
存在一个从经济、社会到文化或心理层面这样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或
者这种递进关系的顺序是什么，都存在不同意见。三是对社会融入的归
因解释上，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主要是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三个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将流入地的社会排斥作
为一个影响因素。四是研究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几乎所有
研究者都是以个体层次的案例和变量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样本分布主要
集中在少数地区或者单一城市，缺乏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

１．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１，《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参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ｔ２０１１０３１０＿４０２７１００３２．ｈｔｍ。

三、研究思路及假设

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划分，可以按照农民工流动区域，如国家统计局
就按此分为本地农民工和流动农民工；也可以按照农民工年龄划分代
际，比如国家统计局在涉及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包括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信息的详细分析。１新生代农民工这一
概念提出的依据是中国社会中存在农民工代际更替的现实状况和发展
趋势，对研究中国社会农民工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王春光（２００１）最
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他（王春光，２０１０）在新近的研究中还发
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
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
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
力；中央政府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因此，
“碎步化”社会政策调整已不足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

李培林和田丰（２０１１）的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
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与按照农民工流动区域的划分方式相比，依照代际来划分农民工的方
式能更有效地凸显农民工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特点。因此，本文将流动
农民工群体按照年龄划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以１９８０年
为界，１９８０年及以后出生的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１９８０年以前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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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
与以往的研究设计相比，本项研究设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

按照区域流动范围，将进城农民工划分为本乡镇流动、跨县流动和跨省
市流动；第二，本研究划分了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
纳、身份层次认同等四个层次，并假定四个层次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第
三，在社会融入归因方面，本文接受以往学者总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和制度政策三个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首先，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
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
工难以在城市社会扎根，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二代移民”不同的新生
代农民工群体。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状况上
的差异，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理解。第一，从代际差异看，一般西
方移民理论认为“二代移民”由于在迁入地的城市社会中成长起来，其
社会融入状况要比“一代移民”好，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却与父辈一样，
仍然是在迁入地的农村地区长大后才流动到城市社会，其社会融入状
况是否优于老一代农民工，还存有疑问。第二，从社会政策的影响看，
针对农民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已有较大改善，至少政策设计的意
图是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制度环境改善的
受益者显然是新进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从劳动力结构
需求变化看，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悄然改变，对劳
动力结构的需求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技术工人短缺越来越明显。作
为廉价劳动力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而新进
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其适应程度应该好于老一代
农民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
其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受关

注的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越好。此外，考虑到中国
不平衡的城市化过程，不同地区的政策制度因素存在显著差别，且对农
民工社会融入程度存在潜在影响，故而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入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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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１：流动农民工人力资本越高，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２．２：流动农民工社会资本越高，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２．３：流动农民工获得保障越多，其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最后，根据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理论，学者对社会融入的认识从直

线型融入到曲线型融入，再发展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型融入理论。而
中国学者多强调直线型融入的理论脉络，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近似于直
线型融入的研究假设，并加以验证。

假设３：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
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２０１１年７－１１月开展的第三
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ＣＡＳＳ２０１１）。该调查通过ＰＰＳ抽
样，覆盖了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００个县（市、区）的４８０个村居，
共入户访问了７　０３６位年满１８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调查结果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４４．７６岁和２５．５８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６．９７年和１０．１７年，两
者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文
化知识储备。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比例分别为６４％
和５４％，两者相差十个百分点。这与农民工的流动模式相关，一些女
性农民工在婚后或者生育子女后就不再外出打工，所以年龄较大的老
一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较少。

由于本次调查在抽样设计时是以住户为主的地图抽样，将工厂、企
业和工棚等农民工可能高度集中居住地排除在地图抽样范围之外，因
此，这些地点的农民工样本相对较少。从分析结果看，居住在集体宿
舍、工棚及其他地点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到２％，新生代农民工也仅略高
于５％；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自建或者自购房屋的比
例分别为７８％和６０％，租／借公房或者他人住房的比例分别为２１％和

３５％。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流动区域，在本
乡镇流动的农民工显然更可能居住在自建或者自购房屋中，而离开家
乡到外地流动的农民工则需要居住在租住房屋或者集体宿舍等地方，
因此，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和流动区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农民
工流动区域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本乡镇，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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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要更为宽泛。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本乡镇流动的比例分
别达到４９％和７２％，本县市流动比例分别为１３％和１７％，跨县市流动
的比例分别为１６％和３４％；流动区域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是不同
的，比如在本乡镇流动的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与本地城镇人口
差异不大，他们在本地的社会融入过程要容易一些。跨县市流动的农
民工的境况则显著不同，大城市的一些农民工不但面临经济上的困境，
而且受到生活方式差异上的歧视，社会融入的难度显然要大一些。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居住模式和流
动区域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知识储备上有一定优
势，流动区域更为宽广（见表２）。本文将在后面分析这些特征对老一
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

表２：新老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主要特征
老一代农民工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新生代农民工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年龄 ４４．７６　 ０．３１　 ８８６　 ２５．５８　 ０．１９　 ３４３
受教育年限 ６．９７　 ０．１１　 ８８５　 １０．１７　 ０．１６　 ３４１
性别（男性＝１） ０．６４　 ０．０２　 ８８６　 ０．５４　 ０．０３　 ３４３
居住模式

　自建或者自购房屋 ０．７８　 ６９０　 ０．６０　 ２０５

　租／借公房或他人住房 ０．２１　 １８２　 ０．３５　 １２０

　集体宿舍／工棚／其他 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５　 １８
流动区域

　本乡镇 ０．７２　 ６３４　 ０．４９　 １６７

　本县市 ０．１３　 １１２　 ０．１７　 ５８

　跨县市 ０．１６　 １１８　 ０．３４　 １１８

四、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参考前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本文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层次融入、
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等四个不同的层次，并逐
次描述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四个不同的社会融入层次的基本状况。

（一）经济层次的融入
在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都不可避免会遇到新移民问题，而新

移民问题的关键是就业问题。威尔逊（２００７）的底层社会研究中发现，
即便是在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公民权利前提下，美国大城市里的新移
民———黑人群体，由于无力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变迁，比如从生产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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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性行业的转移，与流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之间的社会断裂现象仍
普遍存在。梁波和王海英（２０１０）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层次
融入主要指移民在劳动力就业市场、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消
费模式和住房等方面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通过其与流入地居民的平
均水平的差距来测量。

经济层次融入主要强调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职业地位，
以及从事该职业的收入及家庭消费情况。长期以来，农民工在从农村
到城镇的流动过程中，缺乏充分的技术培训，人力资本提高相对有限，
加之企业很少有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预期，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主
要体现为低层次的水平流动，职业地位改善程度相当有限。从调查结
果看，虽然农民工群体中也有部分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拥有较高技术
能力，但大多数仍在流入地从事较低职业地位的体力劳动和半技术半
体力劳动。如果按照职业类别区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显而
易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状况非常糟糕，因为他们大多数从
事的是一般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艰苦和劳累的职业，老一代农民工和
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本文通过具体的工作条件、
收入和消费状况来分析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分别为２３．９６天和

２５．６８天，平均每天工作９．４９小时和９．００小进，换算成每月共计的工
作小时数分别为２２７．３８小时和２３１．１２小时，两者之间差异并不是很
大。老一代农民工工作技术水平比新生代农民工要低一些，同样在平
均每月收入上，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２　５４９．８４元）也要低于新生
代农民工（２　８７３．３３元）。在扣除了最高的１％和最低１％较为偏倚分
布值影响后，两者的收入分别为２　１５２．８４元和２　４３２．０５元，仍然存在
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在家庭年消费的差异上，新生代农民工也要高于
老一代农民工（见表３）。

（二）社会层次的融入
经济层次的融入会有助于迁移人口或者流动人口在社会层次的融

入，社会层次的融入是在经济层次融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
层次融入强调劳动、就业和收入不同，社会层次融入更强调流动人口在
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的融入。对社会层面融入，尤其是与周边邻居社会
互动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数量角度，即测量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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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新老农民工的就业、收入与消费状况

主要特征
老一代农民工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新生代农民工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每月工作天数 ２３．９６　 ０．２９　 ８７１　 ２５．６８　 ０．５３　 ３３９

每天工作小时数 ９．６９　 ０．２０　 ８７５　 ９．００　 ０．１４　 ３３９

工作技术水平 ２．００　 ０．０３　 ８５２　 １．６１　 ０．０４　 ３３８

月收入１　 ２　５４９．８４　 １８９．１７　 ８８６　 ２　８７３．３３　 ２７８．３０　 ３４３

月收入２　 ２　１５２．８４　 ８７．１４　 ８４４　 ２　４３２．０５　 １３４．６９　 ３２３

家庭年消费 ４４　６８０．７７　２　１１７．６９　 ８８６　５３　５１２．８４　４　３７５．５５　 ３４３

注：１．工作技术水平：１为技术，２为半技术半体力，３为体力。
２．月收入１根据调查原始数据计算。
３．月收入２根据调查原始数据删除最高１％和最低１％样本计算。

查者在其居住的社区中拥有的能够进行良好互动的邻居的数量来辨识
其社会层面的融入程度；第二类是强度角度，即测量依据被调查者与周
边邻居互动行为的强度差异来辨识社会层面的融入程度。本文选取的
测量指标包括与流入地居民社会互动的强度。

在中国社会中，邻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居住在一个小区
内和居住在一个楼层都可能被界定为邻居，这样就会增加调查数据的
模糊性。为了统一社会互动的测量标准，调查问卷中对社会互动交往
的测量题目是问被调查者“您对住得最近那一家邻居有多少了解，交往
有多深？”，之所以选取最近的邻居作为问题的对象，是因为被调查者与
距离最近的邻居产生社会互动的可能性要高一些。测量社会互动的十
项指标及数据见表４。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互动状况不

表４：不同人群的社会互动状况 （％）
社会互动内容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平时见面是否互相打招呼 ９３．３４　 ８３．６７
知道他们家户主的姓 ８２．７３　 ５８．８９
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８１．９４　 ６５．８９
知道他们家里住着几口人 ８２．２８　 ６７．３５
和他们家里人聊过家常 ８１．２６　 ６５．０１
和他们家互赠过礼物 ５５．５３　 ４４．６１
到他们家吃过饭 ５６．２１　 ４０．８２
相互说过自己的烦恼，并请对方参谋 ５５．７６　 ３５．２８
向他们家借过钱物 ４６．８４　 ２９．４５
各自家里长期没人住时，请照看房子 ５５．８７　 ４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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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一代农民工，无论是比例最高的“见面相互打招呼”，还是比例最低
的“向邻居家里借过钱物”，老一代农民工都要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
一状况与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区域有很大的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区
域主要集中在本乡本土，故而其社会互动的频率要高一些；新生代农民
工流动在异途他乡，社会互动程度明显不如老一代农民工。

（三）心理层次接纳
本次调查对被调查者心理层次接纳有两组递进式问题（见表５）。

这两组问题从两个维度分别测量了被调查者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心理
接纳程度，也即社会融入过程中分别与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心理
距离。

表５：不同人群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 （％）
是否愿意与农村人
老一代 新生代

是否愿意与城里人
老一代 新生代

聊天 ９６．６１　 ９８．２５　 ７５．０６　 ８５．１３
一起工作 ９６．８４　 ９５．３４　 ７８．８９　 ８５．７１
成为邻居 ９８．３１　 ９６．７９　 ７８．６７　 ８４．５５
成为亲密朋友 ９６．６１　 ９６．２１　 ７８．２２　 ８３．３８
结成亲家 ８７．０２　 ８１．９２　 ７０．０９　 ７２．５９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差异并不明显，

只有在与农村人结为亲家上有较大差距。在对城里人的接纳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显然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愿意与城里
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的比例高于８３％，老一代
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比例则低于７９％。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不同，后者多数有农村
务农的经历，或多或少带有叶落归根的情结；前者多数直接从学校走向
城市，缺少农村生活的感受，比后者多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故此，
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心理接纳是不同
的，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里
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较高。

（四）身份层次认同
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即流动人口的身份

认同。西方社会移民研究发现，特别在跨国或者跨民族的第一代移民
中，放弃对原先国籍和民族的身份认同，转而认同自己为新国家或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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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一员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过程远远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层次的融
入，有的移民甚至终身无法实现在迁入地的身份认同。

中国流动农民工难以实现“城里人”和“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主要
原因是现实社会中存在严格的制度隔阂，这种隔阂很难因为流动农民
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和本地习惯而改变。也即，中国流动农民工身
份认同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个人内心，而是来自外部环境。这可能是
中国流动农民工与西方社会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最显著差别。正是在
户籍制度的隔阂下，很多在城市里工作或者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农民工
也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分析发现，老一代农民中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
比例只有９．０４％，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有１７．６％，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
工（见表６）。

表６：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　（％）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农村人和外地人 １２．５４　 ２０．８２
农村人和本地人 ７８．４２　 ６１．５８
城里人和外地人 １．０２　 ８．８０
城里人和本地人 ８．０２　 ８．８０

（五）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归因解释主要可以分为流动人口

自身因素和流入地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其中自身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两类。人力资本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上找
到的就业岗位越好，收入也相对较高，经济层面融入更为容易。此外，
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在工作环境中能够
更多接触人力资本较高层次的本地居民，加快其社会融入的速度和程
度。对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水平是衡量其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前
文已经分析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调查结
果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工，其流动区域越大，这意味着，具
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容易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找到工作。

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在以往研究中也被关注，在中国注重“社会关
系”的现实环境中，社会资本可能发挥比人力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有
学者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往往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发挥
作用。本文根据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衡量社会资本的
差异，发现城镇人口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比农民工更高；农民工群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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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组织的比例与流动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跨省农民工参与校友
会、同乡会和联谊组织的比例要高于跨县流动农民工，而跨县流动农民
工参与校友会、同乡会和联谊组织的比例要高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
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可能是距离越远的流动农民工越希望通过参加社
会组织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动区域越大，
越有可能有意识地去利用社会资源，或者相应的社会资源能够帮助他
们流动到更远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农民工获得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指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组织
的比例更高，比如参加同乡会、校友会、联系组织和职业团体的比例都
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老一代农民工参与宗教团体和宗亲会的比例
要比新生代农民工高（见表７）。

表７：不同人群的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
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宗教团体 ４．７５　 ２．３４

宗亲会 ３．１６　 １．７５

同乡会 ３．２８　 ８．１９

校友会 ６．５６　 ２３．６８

联谊组织 ２．４９　 １１．９９

民间团体 １．３６　 ４．０９

职业团体 ４．５２　 ６．４３

其他团体 ０．９０　 ０．８８

　　政策制度因素在欧洲国家移民研究中倍受重视，特别是在欧洲一
体化进程中，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对欧洲国家之间移民社会融
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没有根
本性的改变，这一制度鸿沟的存在阻碍了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
入。随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农民工具有了更多获
得社会保障的待遇的机会，这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在户籍
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本文衡量政策制度因素影响所使用的指
标是被调查者获得社会保障的情况，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从分析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
会保障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见表８）。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本文还分析了农民工对成为城里人的条件
的看法（见表９）。分析结果显示，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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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里人”最为重要条件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大部分被调查都将经
济层面融入视为最重要的条件，选择在城镇购买住房和在城镇工作的
比例较高。其次是选择制度性因素，即获得城镇户口；最后才是选择社
会层面融入，即选择与城里人结婚和在城市有很多熟人。事实上，在严
格的户籍制度下，经济层面的融入可能也是最为容易实现的。

表８：不同人群对社会保障获得情况　（％）
社会保障获得情况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养老保险 １１．４４　 １６．９６

医疗保险 ９．７２　 １８．３７

失业保险 ３．７９　 １０．９１

工伤保险 ６．８８　 １９．３５

生育保险 ２．１８　 ８．９０

　　 表９：不同人群对成为城里人条件的情况　（％）
成为城里人需要的条件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获得城镇户口（制度性因素） ３８．８７　 ４４．３１
在城镇购买住房（经济层面） ６３．６２　 ６６．４７
在城镇工作（经济层面） ６３．０５　 ５８．０２
与城里人结婚（社会融入） １８．６４　 １８．０８
在城市有很多熟人（社会融入） ２８．８１　 ３２．０７
其他 ８．４７　 ６．４１

　　综上所述，我们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不
同层面的基本状况，包括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心理层次接纳
和身份层次认同；分析了影响社会融入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政策制度。在下文中，我们将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等工具来分析这些因素对社会融入各个层面的影响。

五、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使用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前，有必要对相关因变
量和自变量加以调整以便后续分析。这些调整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层面融入的模型中，本文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
人口平均收入差异作为因变量，按照不同省份计算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的收入均值和标准差，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转化为
相对值。同时，考虑到少数省份样本量相对较少，为避免误差的影响，
将一些省份的样本进行了合并，如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合并，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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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青海和内蒙合并。此外，还对一些收入较高的奇异值做了处理。
第二，在社会层面融入的模型中，本文将社会互动程度作为因变

量，对十项不同内容的社会互动做因子分析，获取其公因子。经因子分
析后，提取出一个特征根为５．００，各个因子负荷在０．６１以上的公因
子，作为因变量。其变量类型为连续型变量。

第三，在心理层次接纳的模型中，本文使用的因变量是流动农民工
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包括是否愿意与城里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
邻居、成为亲密朋友和结成亲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同样是做因子分析，
获取其公因子。经因子分析后提取出一个特征根为２．９８，各个因子负荷
在０．６６以上的公因子，作为因变量。其变量类型为连续型变量。

第四，在身份层次认同的模型中，本文将流动农民工对城市人身份
的认同与否作为因变量，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赋值为０，认为自己是城市
人的赋值为１。变量类型为分类变量，使用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第五，在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变量使用的是受教育年限、性别、工
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社会资本变量是被调查者参与本地组织的累
积频次，参与社会组织数量越多，视为社会资本越多；政策制度变量是
被调查获得社会保障的累积频次，获得社会保障数量越多，意味着面临
的政策制度环境越宽松。

表１０模型１以农民工的相对收入为因变量，主要分析了农民工在
经济层次上的融入。男性与女性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
的，男性要高于女性；工作技术水平越低，相对收入也越低，从事半技术
半体力劳动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０．１水平上显著低于从事技术工作的
农民工，从事体力劳动力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低于
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说明从人力资本影响来看，从事技术工作和男
性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及经济融入程度要高。尽管前文中分析新生代农
民工的绝对收入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模型１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收入在０．１水平上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
工。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
民工的相对收入在统计上显著高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而代表人力资
本的受教育年限、代表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参与数量和代表政策制度的
社会保障获得数量对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统计上则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２分析了代表社会层次融入的社会互动状况。性别和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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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的社会融入程度更高；工作年限越
表１０：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经济 社会 心理 身份

常数项 －０．３３ －０．０７　 ０．１３ －３．４０＊＊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２７） （１．０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男性（女性为参照组） ０．４２＊＊＊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５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２２）

工作年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工作年限平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半技术半体力（技术工作为

　参照组）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２５）

体力劳动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１．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３３）

社会保障程度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８）

社会组织参与程度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４）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

　工为参照组）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４３）跨乡镇流动农民工（本乡镇

　农民工为参照组）
０．２５＊＊ －０．９０＊＊＊ ０．０７　 ０．９４＊＊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３０）

跨县市流动农民工 ０．３０＊＊＊ －１．１６＊＊＊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２９）

经济层面融入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０）

社会层面融入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４） （０．１２）

心理层面接纳 ０．６３＊＊＊
（０．１８）

Ｎ １　１４８　 １　１４８　 １　１４８　 １　１４６
Ｒ２ ０．１３２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８０
ＡＩＣ　 ６８７．９２
ＢＩＣ　 ７６３．５８
ｌｌ＿０ －４０１．１５
ｌｌ －３２８．９６
ｄｆ＿ｍ　 １４．００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长，社会融入程度也越高。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民的社
会融入显著低于本乡镇流动农民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
育年限、工作技能水平、获得社会保障程度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在统计
上对社会层面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生
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层面融入上并无显著差别，经济层面融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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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面融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模型３分析了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社会保障在统计

上显著，即社会保障数量越多，农民工对城里人的接纳程度越高。另
外，经济层面融入会对农民工心理上接纳城里人有所帮助，在０．１的水
平上显著，即农民工的相对收入越高，对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越高。
其他变量均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实际上，导致诸
多变量对农民工心理层面接纳没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对
城里人的心理接纳程度已经很高，且彼此差异相对不大。

模型４分析了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在统计上显著倾向于认同自
己是城里人［ｅｘｐ（０．０９）＝１．０９］，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认同自己是
城里人程度更低［ｅｘｐ（－０．５５）＝０．５７］；与从事技术工作的农民工相
比，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工作和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在
统计上的可能性也显著更低［ｅｘｐ（－０．４２）＝０．６６，ｅｘｐ（－１．２３）＝０．２９］；
跨乡镇流动农民工和跨县市流动农民对自己是城里人的认同在统计上
可能性显著要高［ｅｘｐ（０．９４）＝２．５６，ｅｘｐ（１．０４）＝２．８３］。还可以看
到，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
能性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显著差异。

经济层面融入对身份层面认同在统计上不显著，社会层面融入和
心理层面接纳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一样。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社会层面融入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
能性就越低［ｅｘｐ（－０．３２）＝０．７３］，心理层面接纳程度越高的农民工，
认同自己身份是城里人的可能性越高［ｅｘｐ（０．６３）＝１．８８］。这说明，农
民工的社会融入并非融入主流的城市社会，而是接近于区隔型的融入，
即融入城市底层，这种区隔型的社会融入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社会
互动，却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社会的裂痕。

综合上述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
设。关于假设１，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的
假设几乎完全被推翻，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平均教育年限更长，流动区域
更为广泛，但其社会融入状况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改
善。关于假设２，流动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确实有一
定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最具代表性的受教育年限，却始终没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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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假设２．１只是部分成立，假设２．２则完全被否定，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与社会融入程度在统计上没有显著
因果关系，而假设２．３只在解释力较差的模型３中显著，因而也可以说
基本上被推翻。假设３在研究中并没有被验证，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
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在
模型４中，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对身份层次认同有显著影响，
但社会层次融入影响是负面的，因此假设３也基本被否定。本文提出
的三个看似合理的假设都难以成立，这说明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问
题的研究和认识，不能仅从看似正确的常识性判断和评价出发，不然对
政策制定来说是很危险的。

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比如
在欧洲，尽管欧盟国家就移民问题达成了广泛性的共识，并出台了相对
较为严格的平等、非歧视约定，但是新移民仍然会遭受到种族、文化等
方面的歧视。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
题，其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较少有种族、
宗教等影响因素，但户籍身份以及子女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
生活制度差异影响很大，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改革远远滞后于城
市化进程。中国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
市化进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结构变动剧烈，大量已经成为城市
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多是半城市化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现在，老
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
出务工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真正影响到中国未来长治
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本文对此问题给予重
点关注，主要有以下新的发现。

１．要重新思考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途径。人力资本是一个影
响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变量，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本
研究发现，在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变量中，受教育年限影响往往是不显
著的，而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水平影响更为显著。

２．要重新思考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扮演的
角色。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根植于农村，其社会互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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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虽然可能对农民工
进入城市社会有很大帮助，但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发挥的作用并不
明显。

３．与常识性的判断相反，流动农民工在心理层次接纳城里人的程
度相对较高，不同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心理接纳层次差异并不明显。

４．流动农民工是否认同自己是城里人与人力资本有密切关系，同
时，这种身份认同还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

５．流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但其
经济层次的融入与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之间
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最初假设的从经济—社会—心理—身份
依次递进的社会融入模式并不成立，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更有可能是
平行和多维的。

６．流动农民工的社会互动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缺乏与城
市人群的社会互动，比较类似于所谓的“区隔型融入”。因此，我们看
到，流动农民工社会互动程度越高，其对自身城里人身份认同越低。

７．不同流动区域的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身份等层面的社会融
入上有显著差别，跨乡镇流动和跨县市流动农民工比本乡镇流动农民
工的相对收入更高、社会互动更少，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可能性更大。

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绝对收入、受教育年
限和工作技能等方面都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
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差异。

根据上述的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酝酿和制定未来２０年将进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规

划。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规划中，往往只有如何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出来的规划，却没有明确的把进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规划。一些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
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一些城市管理者甚至觉得，吸纳农民工进城只
是为了劳动力的补充，或者是为了土地的征用，而农民工最终留在城市
则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因素之一。国际经验
表明，移民的社会融入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即便是在城市居住地出生并
获得法律身份的第二代移民，仍然难以完成身份认同，并有可能成为社
会秩序的反抗者。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对引领中国在新阶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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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意义，重视城市化在改变生活方式、促进国内消费、降低公共服务
成本、形成聚集经济效益和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国
家利益的大局出发，制定明确的路线图，通过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城
乡管理等社会体制的改革，争取每年把将１　５００万进城农民工转移成
新市民，用２０年的时间，把约３亿进城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

第二，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技术培训计划。本研究表明，无论是从
提高农民工自身收入和待遇来看，还是从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能力
来看，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里所说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不是其以学历为标志的受教育水平，而是
工作技能水平。根据国际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快速提高农民工工作技
能的方法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技术培训计划。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
实施过大规模的成人识字班计划和半工半读计划，把一大批文盲半文
盲劳动力改造成技术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干部的大规模在职攻读和培
训也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普遍文化素质。如今，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
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时代即将结束，这种变化倒逼产业结
构实现快速升级，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大量的技术工
人。因此，国家应当设立专项资金，一方面资助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培养
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工人后备军；另一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技术培训
计划，普遍提高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营造社会融合的宏观环
境。流动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社会融入，既不是整
体推进的，也不是逐次递进的，而是呈现出平行多维的特点。不能简单
地认为，只要农民工解决了收入问题，社会融入的问题就能自然解决。
要特别注意防止进城农民工跌入城市社会底层，形成社会底层，造成社
会分离。要从舆论宣传、社会互动、社区融合、管理体制到法律制度，全
面营造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宏观环境，形成农民工不断向上流动的
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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